
设立西藏学务局，创办新式学堂

1906年，清廷任命联豫为驻藏大臣，总理西藏事

务。他按照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驻藏期间发展西藏

新式教育的构想，将教育新政付诸实践。抵藏上任

后，他见“藏中锢蔽日久”且西藏为“滇蜀之屏蔽，番

汉杂处，文化未开”，决心力图改革，创办新式学堂，

推行新式教育。

1907年，在联豫主持下，西藏成立了学务局，置

总办汉、藏各1员，以此统领全藏教育事务。学务局

的成立，为西藏兴学奠定了基础。此后，联豫在西藏

设立初级小学堂两所，分学生为两班，以三年为学

期，劝令番民选送子弟入学，与汉民学生一律教授，

不征学费，以期逐渐开通，为将来推广学化，番民自

立学堂之基础。

新式学堂创办之初，数量较少且仅局限于拉萨几

所，而西藏地域辽阔，这难以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因

此联豫决定将兴学范围从拉萨逐渐推广到西藏的工

布、达木、山南等地。比如在达木等地设立小学堂，据

史料记载，联豫在上报给清廷的奏折中写道：“达木八

族原系蒙古种类……习用番人之语言文字，亦属非是，

因禀请选派教习，前往达木地方，教以中文中语，以期

渐明事理。”“选派二人携带中国浅近书籍，赴达木开办

小学两处，教以中文中语及浅近论说、算学等事。俟将

来果有成效，然后再为推广，开通文化。”该时期，除拉

萨以外西藏地区成立的学校，还有达木第一初等小学

堂、达木第二初等小学堂、后藏汉文小学堂、拉里汉文

蒙养学堂、靖西汉文蒙养学堂等。

西藏地处边疆，与内地语言不通、文字不同。为

了解决驻藏大臣衙门因语言不通给行政事务带来的

不便，并使西藏地区的汉族人能够认识藏文，藏族人

同样也能够认识汉文，1907年，联豫创办了藏文传习

所和汉文传习所各一所，选派汉人子弟10余名专学

藏文，选派藏人子弟30名专学汉文。为了达到抵御

外敌、巩固边疆的目的，联豫在西藏创办了一所陆军

学堂。同时，还在西藏设立警务学堂，以期造就警学

人才，服务地方公共事业。

制定办学章程，推行新式教育

清末西藏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纷纷制定办学

章程，力图通过新式教育改革以宗教教育为主导的

西藏传统教育。

其中，蒙学堂主要面向各民族幼童招生，食宿免

费，课程设置“参酌初等小学及蒙养院章程，以国文

为教科之主体，改良其习惯语言”，并普及基础文化

知识，为更高阶段的教育奠定基础。

小学堂则在蒙学堂的基础上设立，课程设有自然

科学、体操等，教材多译自内地。学生多为中下层贵族

及商户子弟，旨在培养具备现代常识的基层人才。

陆军学堂“选其年少识字而聪敏者，约得二十余

人，并调汉属之达木三十九族十人，藏番十人，又廓

尔喀亦求送四人，一同入堂肄业，拟定为速成科，一

年毕业”。课程内容包含军事操练、战术基础、地图

测绘等，使就学者能了解军事技能与技战术。陆军

学堂办学效果明显，为西藏训练了首批现代军事骨

干，有效保障了西南边疆安全。

警务学堂入学要求略低于陆军学堂，注重体能

和纪律训练。课程包括法律基础、治安管理、侦察技

术等。生源来自清军士兵及藏族青年，规模较小。

它的创办提高了警兵的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对维持

西藏的治安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筹集办学经费，奖励边学教习

为保障在藏所开办各类新式学堂的正常运行，

驻藏大臣联豫多方筹措办学经费，所筹经费不仅有

地方官绅的捐资，也有抄没充公的财资，还有不法商

人主动捐资以求赦罪的款项。然而，西藏兴学仅仅

依靠这些渠道筹措经费实不敷用，为了使西藏兴学

渐著成效，联豫向清朝中央政府请示筹拨学务经费，

奏请“按年提银一万两，自宣统二年为始，以资应用，

划分学区，筹备校舍，遴选教习，购置图书，总期款不

虚糜，事求实效”。

西藏地区气候恶劣、条件极其艰苦，若“廪糈过

薄，即贤者恐亦难久于其事”。考虑到这些实际问题

后，联豫上奏清朝中央政府奖励边学教习、学务人

员。对“西藏调用人员，准其厚给薪资”。具体措施

是对在藏所办各类学堂中从事教习的官员“应遵照

请奖，以资策励”。对于“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生现充

陆军士兵第一营管带谢国梁等武职人员，系照异常

劳绩请奖”“均先授以官阶，实足以资鼓励”。对于派

充到各学堂的教员，且均已服务期满三年者，予以奖

励。由此可知，清政府给予西藏边地教习的待遇甚

为优渥，除厚给薪资外，还酌予拔升官阶。因此，这

些内地教习来藏后甚是尽心尽力，使得该时期西藏

教育得到较快发展。

在边疆危机和“清末新政”双重背景下，为了增

强西藏各族民众的智识，抵制列强的文化侵略，清末

西藏兴学把兴办学堂、广泛开展汉藏语文教育等，视

为抵制外国侵略的紧急措施之一。创办新式学堂、

发展新式教育，筹集办学经费、奖励边学教习等措

施，推动了西藏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为西藏传统教

育注入新鲜的血液，这不仅使西藏各族学生接受近

代自然科学知识、开阔了视野，还加深了汉藏等各兄

弟民族之间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更为重要的是，

清末西藏兴学的种种举措，收到了较好

的“文化固边”之成效，对中央政府强化

西南边疆治理，加强西藏与内地

的文化交流、促进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巩固和发展亦具有深远

影响。 据《学习时报》

西藏兴学西藏兴学：：
清末文化固边的重要举措清末文化固边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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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创办上海通志馆
1932年初，国民政府决定设立上海市通志馆，并推

举柳亚子出任馆长。表面上这是委以重任，实则只想给

他一个虚职，并不期望真正有所建树。

柳亚子却以极大热忱对待这项使命。他视修志为

一项严肃的文化事业，坚持“史以求实，志以存真”的原

则，拒绝将通志馆变为安置亲信、徒领薪金的闲散机

构。为此，他提出“约法三章”，否则绝不就任。

这三项条件包括：第一，编辑方针和志馆人事安排，

须完全自主，不受外界干涉；第二，志稿须突破惯例，采

用语体文（白话文）撰写；第三，志稿纪年一律以公元为

主，传统年号仅作注释。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政

府公文仍通用文言，官方历史书写严守旧制，柳亚子的

主张无疑具有突破性，甚至被一些人视为“破坏法统”。

最终，受当局的委托，同为南社出身、思想开明且与

柳亚子交谊深厚的邵力子出面商谈。因彼此信任、理念

相近，两人一夜深谈即达成共识。邵力子欣然接受三项

条件，并承诺尽力支持。

1932年7月14日，柳亚子正式出任上海市通志馆馆

长，开始了历时数年的修志工作。他秉持尊重历史、坚

守真实的原则，克服诸多困难，和通志馆同仁共同努力，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完成了1000多万字的《上海市

通志》初稿，并交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为上海历史文化

的存续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星 据《人民政协报》

郑振铎以文抗战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郑振铎寄藏在上海虹

口开明书店内的1万余册书籍，被日军炮火“烧得片纸

不存”。面对如此浩劫，他毅然留在沦陷区的上海，以抢

救民族文献的方式报效国家。他道出这样的心声：“史

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除了抢救古籍，郑振铎还通过文学创作直接鼓舞抗

战士气。1937年10月，他出版了新诗集《战号》。这部

诗集收录了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共同的题材“只

有一个——抗敌！”郑振铎在《献词》中写道：“（这些诗

作）托寄着我的悲愤，我的热情，我的希望，乃至我的信

仰，我的幻想。”诗集中的作品，反复呼吁“沉睡者，起来，

起来！”“我们的中国……我们将为你而工作，工作，工

作，直到你恢复你的强健与富饶”。

1937年，郑振铎在炮火中耗时10天，将家藏戏曲善

本整理成《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和《西谛所藏散曲目

录》两本目录。他亲笔缮写并付雕版印行，先用朱砂印

出“红印本”，再用蓝靛刷印“蓝印本”。这些目录中记录

的《酹江集》《柳枝集》等明版插图本戏曲，是他十余年苦

心搜集的稀见善本，更是“先民精神所寄”。由于刊印量

不足50册，版本学家江澄波认为：“由于流传极少，今后

将与宋刊同珍。”这些书目不仅保存了文化记忆，也成为

郑振铎在文化抗战中的重要贡献。

1940年1月，郑振铎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等爱

国人士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联名致电国民

政府，建议在上海成立专门组织，寻访购买古籍。这个

组织利用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开展购书事宜，郑振铎和

张凤举负责寻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张寿镛和

何炳松负责保管经费。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们

共抢救善本古籍3800多种、1.8万余册，其中宋元刊本就

达300余种，接近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的总数。

顾燕 据《人民政协报》

1888年和1903年英国军事入侵中国西藏地区，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中英会议藏印

条约》及《藏印续约》，使西藏逐步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为了挽救边疆危机，清廷决定整饬藏政，以联豫为代

表的驻藏大臣推行藏事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西藏兴学。

西藏兴学是伴随着“清末新政”逐渐展开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实行新政，内容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其中“兴学”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内地“兴学风潮”的推动下，驻

藏大臣联豫推行兴学以响应清朝中央政府的号召，由此开启了“清末新政”背景下西藏兴学的先河。 林松


